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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与傈僳族村寨的社会秩序研究 

许 娟 

( 中南民族大学 法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3) 

【摘 要】腊村是正在面临征地拆迁的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一个傈僳族村寨，单一的基督教信仰成为腊村人

信仰生活的全部，虔诚的宗教信仰与社会秩序之间关系密切。通过当地人自然而然地从宗教情感到民族性格的养成

的观察，发现宗教信仰不断形塑当地人日常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过程。以十字架给你( 祷告) 和十字架不给你

( 拒绝祷告) 的惩罚逻辑，反映出惩罚效力来源于信仰权力和教义的可接受性，特定的宗教仪轨释放出剥夺权利的

信号，以心内强制力达到社会控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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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村位于云南怒江傈僳族自治州，是一个被称为犯罪率近乎为零的傈僳族村寨。宗教仪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宗教惩戒对社

会治安维护起着重要作用。虽然以往宗教社会学相关研究有非常完整的框架和理论建树，但是结合转型时期边地村落社会这一

特定地域的研究却不多，本文正是在参与村落社会的具体情境下，反思基督信仰仪轨的社会效用，探索信仰与规制越轨行为之

间的关联条件，为宗教如何对少数民族村落社会控制发挥作用提出一些合理的建议。 

一、宗教的社会整合维度: 包容性整合越轨行为 

腊村距县城 2 公里，东邻怒江干流，南邻古泉村委会，西邻缅甸联邦共和国，北邻珠明林村委会。辖 5 个自然村、11 个

村民小组。现有农户 429 户，有乡村人口 2143 人，其中农业人口 2143 人，劳动力 1087人，其中从事第一产业的有 841 人。

腊村几乎全村信仰基督教，傅能仁被认为是最早接触怒江地区傈僳族并对傈僳族的传教有过重大影响的代表人物。1929 年美国

传教士杨思慧 ( A． B． Cooke) 夫妇在怒江碧江县( 现已撤县) 首次设立教会组织。同年，加拿大传教士马导民在福县开办

教会。1933 年，美国传教士莫尔斯( J. R. Morse) 也在贡山和福县的一些村寨建立起了教会组织。边地少数民族能够最终接

纳基督教，同传教士们长年累月的大力传教是分不开的
［1］

。1978 年以后，基督教在傈僳族村落中再次复兴，特别是各种民间宗

教在当地遭到全面取缔后，农民将自己感情全部投向基督教，基督教成为了原有宗教的替代品
［2］

。过去遇到纠纷，腊村人首先

想到泼血诅咒
①
，但如今泼血诅咒已经毫无威慑力可言。随着基督教在村庄日常生活中的日渐嵌入，传统泼血诅咒的原始宗教和

习惯法，逐渐淡出了腊村人的信仰生活。 

腊村是傈僳族聚居村落，民风纯善，同时也残留着不少狩猎时代的生活习气，例如酗酒。饮酒习惯无法消除，就容易越轨。

真正的信徒们必须严格遵守禁酒令，假冒的信徒总是找各种理由原谅自己，信徒们大多原谅那些饮酒闹事的越轨行为，但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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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泼血诅咒的程序十分固定。拿两根竹竿，三个石头，将白纸挂在竹竿上( 白色对于傈僳族是比较忌讳的颜色) ，杀一只鸡，把

血和酒和在一起，泼在石头上面( 有一种说法是把盛酒的杯子拿低一点，防止鸡血溅出石头，鸡血只能泼在石头上) ，把死鸡挂

在竹竿上，念诅咒的话语，如“偷我牛的人不得好死，遭天打雷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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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的立场对于那些没有信仰的、或者信仰程度不高的越轨者而言，很难唤起羞耻心，达到改造的目的。在教会活动中，牧师

常常将不光彩的事件与越轨行为参照对比，试图以这种羞辱唤醒越轨者自身的懊悔之心。羞辱有烙印性羞耻和整合性羞耻

( disintegrative and reintegrative) 之分，在烙印性羞辱中，行为偏差者受到惩罚，甚至被抛弃或被社会排斥，相当于侮

辱。整合性羞辱又称明耻整合羞辱，是通过道德感化再整合越轨者入社区
［3］

，类似亲情教育法，或者“以关爱的方式让行为偏

差者不再重蹈覆辙”，主要是重新回归---欢迎回归---欢迎行为偏差者回到传统社会中来
［4］

。发端于 20 世纪初叶的腊村宗教实

践活动，运用圣经及其地方化解释，将当地人逐渐从世俗生活的普通人塑造成行为自律的宗教人，在紧密牢固的社会关系和集

体至上的宗教社会之中，具备宗教人格的人通过一种封闭的宗教生活与神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然而，由于现代性的入侵，宗教

没有及时对于现实世界和神的世界之间进行有效地弥合，宗教的世俗化也在所难免。我们知道，宗教的社会功能只对信徒有效，

对普通人无效，普通的个体对宗教意义系统的拒斥越多，宗教的社会整合功能越弱。笔者在该村调查时发现，对于该村两名经

常醉酒滋事甚至伤人的村民，尽管宗教组织和家庭组织参与了社会整合工作，但效果并不理想，因为没有法律的强制性，仅靠

宗教世俗化惩诫( 如写保证书) 与社会舆论无法改造不成器者，腊村少数越轨者的再社会化并不简单。 

二、宗教的社会心理维度:信仰生活与民族性格 

整个福县全县有 358 个教堂，各个自然村共有 56952 个信教人员，比例占全县总人口的 65%。福县基督教“两会”(基督教

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与基督教协会)之下，是若干乡镇的“两会”;乡镇“两会”之下是若干个行政村的村长老，村长老管辖各

个自然村的教会。福县教会这种四级垂直的架构，符合怒江峡谷内村寨在半山和河谷之间错落分布、居住较为分散的地理状况。

村长老在名义上管理行政村内各个教会，但实际上并不能干涉各自然村教会内部事务
［5］

。村教会执事是本村教会的全权负责人，

礼拜长负责教会内圣经讲解、礼拜组织等事务，妇女事工管理教会内的妇女事务，司财职责是管理信徒捐献的现金及其他所有

帐目。教会规定，每周三下午、周六上午及下午、周日下午是固定的信仰生活时间。教堂是集会的场所，一到礼拜的时间，众

人鱼贯而入，男子坐在右边，女子坐在左边。腊村教堂的男女信徒比例不均，女信徒是男信徒的将近一倍。进入教堂后不许乱

窜和讲闲话，村教会执事或传道员念道:“翻到第几页第几行”，然后开始讲经。唱完赞美诗后，一个重要的内容是通报村寨里

信徒某些遭遇的烦恼之事，请求参加礼拜的信徒为其祈祷、为其分忧。另外还会告诫信徒新近在周边发现的一些不良之事，比

如诈骗、拐卖、吸毒等，提醒大家注意，保护好自己和家人的生命财产，远离危险。在教堂这个公共活动场所，族群中及周围

各方面的信息得以整合
［6］

。集会结束后，大家秩序井然地走出教堂，七、八月份的腊村，天黑得很晚，唱完赞美诗过后天仍然

很亮，大家可以三五成群去串门子，喝茶聊天。 

信仰基督教的家庭在饭前通常也会例行祷告。在生活中遇到麻烦，如生病了，首先是请基督教的教牧人员去祷告，其次，

再去看医生。基督教的教牧人员的祷告是需要仪式的，先由基督教的教牧人员和病人亲属一起唱赞美诗，生病的人也跟着一起

唱;然后，病人叙说自己究竟得了什么病;病人叙说后，双方的亲属开始讲自己对病人的看法，以及病人是否有心病，这些心病

依靠什么来医治，如家庭之间存在不和，就由当事人相互忏悔，相互道歉，教牧人员不时地告诫他们。经过了这个相互忏悔的

程序后，病人很显然心里轻松了，以前积累在心里的话，终于在众人面前都讲出来了，怨气消散了。为了感谢来参加疾病祷告

的人，由申请祷告的家属杀乳猪摆手抓饭来款待大家，当然包括教牧人员。 

宗教教义塑造了傈僳人的平和性格。这一性格特质令他们在面对问题时，总是能够心平气和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以前，

村落村民对村委会干部的评价还是较好的，但是随着征地拆迁的矛盾不断升级，村民慢慢对村委会乃至镇政府都颇有怨言，但

这些怨言也只是在私下里传播着，村民不敢或不愿意公开对抗村干部。 

村教会司财阿肯在面对村委会对他的公开训诫时很生气，在他内心深处曾经想过自暴自弃，或者暴力抵抗，但这只是一闪

念的想法，面对惩罚，他仅仅采取了拂袖而去的做法，拒绝理睬村支书。后来村支书给他打电话，他拒绝接听电话。但是，想

到圣经里面“你饶恕别人的过犯，上帝就会饶恕你的过犯”的教导，他在拒绝接听电话后，还是主动给村书记打了电话，但这

决不代表阿肯的行为是屈服或者溜须拍马，而是宗教的宽恕精神在教化他，宽恕的宗教精神慢慢在平息着阿肯心中的怒火。(访

谈资料 2012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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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教义和日常生活仪轨塑造了村民的性格:不走极端，无争无怨。虽然人们心里有不满，但是还是会选择忍让，尤其是在

征地拆迁过程中，他们没有想过要与政府作对。征收土地过程中，涉及到村民自己的切身利益，会有一些争端，但是少有对抗

或报复。基督教提倡内外无差别的互助，一旦村外发生自然灾害，政府会告诉村民为外面的灾区捐款，村民尽量去帮助那些需

要帮助的。这样的事发生多了，有些信徒很反感，但是即使有这种想法，信徒还是会捐款，只是心里有些不平的感受。这时他

们就会找上帝忏悔，担心“这种想法是不是不像基督徒”。信徒明白不情愿捐款的态度只能用信仰的程度不够来解释，只能说他

跟上帝还不够接近。 

三、宗教的社会控制维度:教化、疏导、调解与控制 

宗教有教化民众的作用。一旦信教，就要遵守教规，这样，很多原先抽烟、喝酒的百姓信教后变得不抽烟、不喝酒了，其

人生态度变得积极起来。总体而言，信教人员的家庭和睦、环境整洁，勤劳简朴。基督教对维护治安的良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基督教有不喝酒、不偷盗、不淫邪等十大教规，遵守教规就意味着遵守法律，老百姓连抽烟喝酒都戒掉了，怎么还会去偷窃呢?

因此，当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现象就很容易得到解释。怒江教会还把“讲究清洁卫生”与否，摆在十大教规的显要位

置上。信教者讲求居屋宽敞明亮，环境整洁，衣着简朴干净，表情开朗自信，待人接物落落大方，并以握手礼待客。这种文明

的生活态度，逐渐成为民众仿效的楷模
［7］

。腊村教堂还协助消防队传授“消防经”，福县基督教两会会长桑鲁斯牧师向 500 多名

信徒用傈僳文讲解《怒江消防宣传常识》，并带领弟兄姐妹们一起阅读家庭防火、农村防火的重点知识。 

宗教信仰同时具有心理疏导作用。基督教教导信徒去忍耐人世间遭受的苦难，他们感恩主赐予他们健康的身体，赐予他们

幸福的家庭，即便现在经济收入仍然处在贫困线上，他们仍以一颗虔诚的心来面对生活。在腊村，教牧人员常常会应病人及其

家属的请求，为病人祷告，基督教的心理疗法在治疗疾病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我们参加的两场病人祷告会，其中一位近乎 60岁的老人抱怨说经常胃痛，腿脚没劲，吃了好多药，也不见好。在祷告完后，

我又回访了这位老人，她说祷告后身体好多了，感觉浑身轻松了，这也就是疾病的心理疗法。还有一场祷告，是应一个宫外孕

的年轻媳妇的请求而进行的。这位媳妇手术后躺在家里的床上，婆婆和儿媳之间不和，双方在教牧人员面前互相指责对方。媳

妇说婆婆看见她身体不好也不心痛她，婆婆说媳妇从来不孝敬她。媳妇的兄弟也指责婆家的人对自己的姊妹不好，婆家的人则

指责媳妇的娘家护短。面对双方的指责，教牧人员教导道:不能够相互指责对方的短处，应该多看到自己的不足。让他们双方都

说自己做的不好的一面，并向对方道歉。经过教牧人员的参与，婆媳不再相互指责对方，而是反省各自的过错，并真诚地向对

方道歉，表示以后的生活中，应该多关心对方，少指责对方。(访谈资料 20120729) 

教会参与调解是腊村村规民约中明确规定的必经程序，教会调解的作用在百姓中起到了良好的效果，疏导了病人的心结，

缓解了家庭矛盾。 

一般信徒临终前都是由教牧人员负责去祷告的，他们希望亡灵能够得到永生，因为基督不会抛弃他们的信徒。经过祷告的

灵魂可以进入天堂，这种观念缓解了村中老人对死亡的恐惧。 

通过宗教实施的社会控制一般包括流放、忏悔、排斥、开除教籍或者革除越轨者等非正式制裁
［8］

。强制的忏悔、坦白和告

解等极温和的压制体制是群体内部盛行的家庭亲密性的证据
［9］

。拒绝祷告是最严厉的惩罚形式，意味着家庭或者社会亲密关系

的终结。在惩戒期间，十字架不给你，即通过拒绝祷告的方式惩罚违背教规的基督徒，令基督徒在精神上受到谴责，达到精神

强制的作用。在当地傈僳族群众的观念中，神对于那种有改过实际行动的人是可以宽恕的，但是，对于那些只是嘴巴上说要改

过但在行动上仍然不改的人，是不会饶恕的。在基督教的信仰中，信徒相信报应，对于那些屡教不改的人，更多的现实惩罚都

无用，只有耶稣对他的惩罚是最严厉的。尽管人们不歧视前文提到的村中两名经常醉酒滋事的村民，但是，他们面对疾病或者

将来临终时，都不能受到基督教牧人员的祷告，这种心理强制对他们可能不是很奏效，但是，对于虔诚的信徒而言(在腊村虔诚

的信众比例较高)，则是一种最为严重的心理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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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型时期的腊村面临着征地拆迁的问题，宗教权威面对政治权威的强势，越来越失去自己独立的权威性。宗教没有相对超

脱于世俗的权力，面对政治权威的强势，宗教权威往往只是在精神世界中发挥作用。如果不是因为下面事件的发生，笔者还一

度以为是宗教组织和宗教权威编织着村庄的权力网络。尽管宗教日常生活频繁，但是在权力结构上看，真正强大的权力结构不

是宗教权力，而是强大的基层政权。 

在村委会书记办公室，我无意间瞥见村书记手中拿着一份听证通知书，就问书记，我明天能不能跟您一起去参加这个听证

会?村新农村办公室主任忽然插话说:“我都没有资格去，你哪里能够去呢?”无奈之下，我跟县人大的一个朋友说:“你跟县法

制办打招呼，我要去参加听证会。”这位县人大的朋友说:“这不过是一个小型内部会议，你没有必要去参加的。”我当时相信了，

也就没有再去申请参加这个会议。晚上，我遇到现任村武装干事家的叔叔，他说被通知明天去开会，不知道是开什么会，很害

怕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我当时也没有在意。第二天，在为病人做祷告的会上，听到村民和教会的执事在谈论上午召开听

证会的内容，人大的这位朋友为了阻止我去参加听证会，竟然欺骗我说这是个小型的内部会议，而我竟然天真地相信了她!我请

求教会的执事和武装干事家的叔叔晚上接受我的访谈，但是当我兴冲冲地赶到访谈地点时，发现执事并没有应邀前来，看来执

事是拒绝了我的访问，村武装干事家的叔叔也只是简单地讲述了听证会的大致情况就匆匆离开了。(访谈资料 20120810) 

笔者事后了解到，在听证会上，村委会的干部、村教会的执事并没有发表意见，也没有代表村民讲话，而是由 2 名村民代

表表达了对征地补偿不同于政府的意见，但最后还是按照政府补偿标准通过了听证。尽管在教会里实行民主集中制，可以自由

讨论，但是，基督教的宗教权力在实际上也受制于世俗权力，不具有独立性。教牧人员在执行政策、法律、法规的时候，如果

出现与国家大政方针不合的情况，乡镇长也可以提出罢免建议。当然，教会的神职人员的罢免工作更多是由群众监督，先在本

教区内部调查群众举报的神职人员，待事实情况基本清楚后交由民宗局组成专班调查，最后由民宗局决定是否罢免。由于教会

神职人员罢免程序的启动和认定受政府指导，为政府监督，在这种情况下，村教会的明哲保身的做法似乎变得可以理解了。 

“安贫如何乐道?”一个贫困落后的民族对于物质世界的诱惑是任何宗教都无法抵挡的，与韦伯的命题相反的是，为什么傈

僳族村落社会中的基督教信仰不仅没有刺激发展经济的动力，相反封闭的边地村落社会依旧贫困?宗教在腊村这样一个偏僻村落

社会中的功能并没有出现类似涂尔干式的乐观，维护宗教威信的因素正在遭到质疑与冲击，而人口的流动和现代生活方式的引

进更加剧了人们对宗教生活的疏离。怒江的宗教信仰必定在不久的将来被弱化，这只是时间问题、程度问题而已。(本文按人类

学惯例，对文中所涉及的人名、地名均作了技术性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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